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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「婚姻法」的實踐和影響 
文：胡世君
前言
傳統以來，中國一直被視為「封建社會」，男女
地位不平等，而這不平等可在「婚姻」一事上被反
映出來。（富有）男人除了妻子外，還可以再娶妾
侍，亦即所謂「三妻四妾」，他們甚至可以出外購
買性服務，就是常在古裝電視劇中聽到的「飲花
酒」是也。反之，女性卻只能對丈夫從一而終，若
和其他男人有「苟且」之事，則會被視為淫蕩，甚
至惹上官非。至於離婚的權利，也絕對不是男女平
等的。男方可以「休妻」(與妻子離婚)，但女方卻絕
不能主動提出離婚……如此種種，在今時今日追求「
人人平等」的觀念看來，都是難以接受的。
1949年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中國共產黨打著
「馬/列」（馬克思、列寧）主義的旗號作為治國
根本。共產主義主張男女平等，而毛澤東亦深受影
響，故此新中國成立後，提升女性地位便成了共產
黨其中一項重要任務。當中，我們必須談談1950年
所頒布的「婚姻法」。雖然該法例或未能完全達至
預期男女完全平等之效，但它對確立當代中國男女
平等的婚姻基礎卻功不可沒。故此，筆者將嘗試以
「文獻回顧」(Literature review)的方法，對1950-
1953年間該法例廣泛推行之時的一段歷史作簡單
整理，以期更了解法例的實踐和其對女性處境的影
響。而相關的社會理論(Social theories)將會用作為
解釋某些社會現象的框架。另外，同時間進行的「
土地改革」亦在談及之列，因它對婚姻法的實際推
行起著重要作用。接下來，筆者準備先行簡介婚姻
法的重點和特色。
「婚姻法」簡介
「婚姻法」的頒布，是希望一改過往封建社會中男
壓迫女的婚姻關係，藉此釋放女性及其子女。而這
「新民主婚姻系統」是建基在男女平等的理念之
上，男女雙方都有權選擇對象，並在「一夫一妻」
的關係中獲得平權和共同承擔教養子女的責任。法
例隱含「自由戀愛」的理念，有別於封建社會的「
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。而法例規定男、女雙方於
20和18歲後方能結婚，減少了少女被逼早婚的情
況。據「五城市家庭調查」彙總資料顯示﹕
 
1937年以前結婚的婦女，初婚年齡在15歲以下的佔
9.47%，16-17歲的佔26.67%，兩者共佔36.17%…
…1950-1953年結婚的婦女，初婚年齡在15歲以下
的，下降到1.68%，16-17歲結婚的大幅度下降到
15.16%(僑健，1991﹕256-257)。
雖然新法仍未能完全禁止非法早婚，但它對減少女
性早婚已有顯著功用。另一點甚為重要的是，法例
規定男、女二者都有權提出離婚。若離婚由雙方共
同提出，在地方人民政府審理後，便可獲發離婚
證。若離婚只由一方提出（不論男女），地方政府
便有權作出調停，在調停失敗後才交由法院審理。
然而，法院在審理期間卻仍可進行調停，待調停再
度失敗後才作出判決。基於國家有權介入夫婦的離
婚決定，造成了日後地方官對女性爭取自由的阻撓
（提出離婚的大部份都是女性），令法例的推行遇
到困難。加上丈夫、婆婆的攔阻，便有所謂「要想
離婚，必須過三關：丈夫關、婆婆關、幹部關」的
說法（成露茜，1992：265）。不少論者都曾對「
婚姻法」和「離婚」的關係及當時提出離婚的女性
的處境作出探討，筆者現準備對這些討論作出精簡
的梳理。
「婚姻法」與「離婚」
中國大陸自1950年實施「婚姻法」後，國內錄得驚
人的離婚數字，因此該法例亦被戲謔為「離婚法」
。成露茜指出：
自一九五零年婚姻法頒布後到一九五二年上半年這
短短的兩年中，各級人民法院受理的離婚案件有一
百九十多萬件，其中約四份之三是女方提出的（鮑
家鱗，1992﹕265)）。
對 於 當 時 的 離 婚 數 字 ， 不 同 論 者 有 不 同 記
錄 。 K r i s te va ( 1 9 7 4 ) 指 出 1 9 5 0 年 離 婚 數 字 為
186,167，其後兩年分別為409,500和823,000，總
數約1,418,700。直至1956年後，離婚數字才達百
萬。而Stacey(1983)則引用M. J. Mejier的Marriage 
Law & Policy指出該三年間的離婚數字每年平均為
800,000，主要由女方提出，而這數字對中國及任
何農業社會都是異常地高的。Johnson(1983)則引
用1951年的報章報導，指出不少地區的離婚案件有
四份之三都是女方提出的，而山西的比率更超越九
成。雖然各論者對離婚數字眾說紛紜，但他/她們
普遍都認同這些數字是非常高的，而且反映了女性
爭取解放的歷程，及她們對傳統封建/父權觀念所
提出的挑戰。基於Johnson引用了報章作為一手資
料，筆者認為他的記錄比較可靠，而他與成露茜的
說法某程度上是吻合的。
除上述一堆數字外，論者們也嘗試理解「何以」大
量已婚女性會在「婚姻法」頒布後提出離婚。成露
茜認為在新法實施前，女性面對包辦婚姻、男女地
位懸殊、受到婆婆壓迫、欠缺自主權、不受重視等
剝削和困局。婚姻法為她們提供了法律保障去爭取
平等，加上土地改革讓她們獲得土地，她們便站起
來反抗壓迫。她的說法相信一般論者都不會反對，
但卻流於簡陋。對此，Johnson(1983)作出了補
充。他指出中共在推行婚姻法的同時，亦積極進行
一連串宣傳教育和意識提升工作，這亦令「男女平
等」的訊息成功打入不少人民的心坎中：
因此，在1950至1953年間，婚姻改革者提倡了一連
串的教育和法律運動去普及和推行在1950年5月頒
布的國家婚姻法……過程令人們更意識到被政治化為
看似「自然」、「非政治的」態度、關卡、關係和
「個人的」苦難與問題的性別不平等文化決定因素
(1983﹕98)。
Johnson認為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去宣傳推廣新法和
男女平等觀念，而意識提升工作正正是承襲馬克思
思想的中共所擅長的。筆者認為假若單單頒布一項
法令，是不會有那麼多女性敢於提出離婚的。正如
廣義的女性主義者（Feminists）所指出，過去婦女
受到封建/父權社會的長期壓迫，不論意識上（例：
女人應該依附男人）還是實際上（例：經濟能力）
都受到剝奪，而父權的（Patriarchal）婚姻關係更
是女性受男性壓迫的一大根源，女性必須對此進行
反抗方能達至「男女平等」！話雖如此，但對當時
的女性來說，若未有外圍的教導和支援，她們可能
根本未曾想到「離婚」之途，而且輕率提出離婚也
是甚為冒險的。女性的平權意識雖然得到提升，而
她們更獲得法律保障離婚權利，但實際進行時卻非
一帆風順，有的女性更因此賠上性命，筆者將於文
章後半部對此再加討論。但在這之前，筆者希望先
行討論「土地改革」和「婚姻法」的關係。基本上
論者們都一致認為「土地改革」給予女性田地，對
女性提出離婚是有促進作用的。
「提升生產」、「土改」與「離婚」
在《中國婦女運動重要文獻》的會議記錄中，我們
處處找到中共婦女政策主要有兩個目的：1.把婦女
從舊封建社會中解放出來；2.促進女性參與生產。
在1950年9月18日「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第三
次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」的〈關於城市婦女工作的
幾個問題的報告〉中，便有下列記錄：
不少城市的事實證明，已未婚的女工及各階層婦女
深受舊式婚姻壓迫與痛苦，以至妨礙生產情緒，有
損健康。各地婦聯應大力協助政府貫徹中華人民共
和國婚姻法……反對虐待及迫害婦女，特別是阻礙
婦女參加生產等行為，有步驟地消滅束縛婦女的封
建傳統習俗(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，1979：51)。
顯然地，中共解放婦女的理念是與提升其生產力掛
鉤的。中共認為只要女性大量投入生產，她們的
地位便能夠提高，從而達至男女平等之果效（Sta-
cey，1983：Johnson，1983；成露茜，1992）
，而這也是毛澤東所相信的。在這大前題下，其時
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，並非以實踐女性的主體性為
根本目的，反而很大程度上是以「建設國家」的
使命為依歸。這實有別於西方以「女性主義」為
主要導向的理念，令中國的女性主義運動受到局
限（Stacey，1983；丁娟，1998）。而與婚姻法
差不多同時進行的「土地改革」，亦朝著「提升生
產力」的大方向進行。當農民能夠擁有自己的田地
時，他/她們不用再向地主交付沉重的地租。從此
以後，他/她們的勞動付出與回報（被認為）能夠
成正比，讓他/她們更樂於進行生產。此外，讓農
民從地主手中取回土地控制權，也是中共解放農民
的重要手段之一。Andors（1983）指出土改讓女
性得以經濟獨立，為婚姻法的實施埋下基石，而
這看法也受到Johnson（1983）、Stacey（1983
）、Kristeva（1974）和成露茜（1992）等支
持。Johnson（1983）進一步指出土地改革和婚姻
改革也是「反封建」的政策，它們在某程度上是綜
合地進行，並且是相互支援的。女性在封建家庭中
經濟依附男性，她們若要進行反抗是困難重重的。
但在土地改革後，女性能夠取得屬於自己的土地，
經濟獨立給予她們物質基礎去反抗不滿的婚姻生活
（要求離婚）。可是在政策正式推行時，丈夫、婆
婆、地方官等各方阻力卻接踵而來，令婚姻法的實
施難以完全。
推行「婚姻法」時所遇到的阻力
在婚姻法推行得最為熱烈之時，不僅有很多離婚個
案，女性因為爭取婚姻自主而自殺和被殺的情況亦
值得關注。對於這些悲劇的成因，Emile Durkheim
的「失範」（Anomie）理論或可為我們帶來一點
啟示。他認為當社會轉變急速，快得把人們「道
德觀」的步伐拋離後，他/她們犯罪的可能性便會
增加。在1950年的時候，婚姻法的內容和實施可
能是一般受著傳統封建思想所支配的人（尤其鄉村
的農民）所難以接受的，法例的迅速實施，遠遠超
越他/她們的接受能力。正因如此，某些人便在「
失範」的情況下對女性施予毒手。據官方數字指
出，在那三年間每年約有70,000至80,000女性在希
望「享用」新法所帶來的自由時被殺/自殺（Kris-
teva，1974；Stacey, 1983：Johnson, 1983；成
露茜，1992）。若以「犯罪學」的角度觀之，由
於有人會用各種方法去掩飾/修飾妻子/媳婦等的死
亡（如：報稱妻子病死、意外死亡、失蹤、離家，
或賄賂有關官員等)，所以筆者相信真正的死亡數
字將較官方公佈的為高。在婚姻法實施前有不少非
自願的包辦婚姻，而夏文信根據「五城市家庭調
查」彙總的資料，指出絕大部份的包辦婚姻都是在
1949年或以前進行的，自1950年起經已大幅減少
（參喬健，1991）。女性在非自願情況下結婚，加
上丈夫與婆婆的壓迫令她們不滿婚姻現況，經濟獨
立，便成為她們離婚的「催化劑」。可是，雖然田
地和離婚權有助女性爭取離婚及/或提升她們在家
中的地位（Stacey，1983；Johnson，1983；成
露茜，1992；Evans，1997），但她們在運用這些
權利時仍面對很大阻力，其一便是她們務農的技術
較低（Johnson, 1983）。另一方面，據中共法律
委員會的報告顯示，1949年9月至12月間，中國北
方有61%的離婚個案，女性都不被批准帶走財物。
而另外有20%的個案，女性雖能帶走財物，但卻不
包括土地（Stacey，1983： 176-177)。根據婚姻
法的條文，地方官擁有合法角色介入離婚個案進行
調停，導致不少個案最後胎死腹中。事實上，革命
者的「大男人主義」(丁娟，1998：70)和「封建
思想」（Johnson, 1983: 105)都甚為礙事。Hans-
Georg Gadamer的「詮釋論」（Hermeneutics）
指出，人的「歷史脈絡」(Historical context)直接
建構了人當下的思想和對事情的理解。當時的政府
官員本來便未必認同新法的實施，而縱使他/她們認
同並著手推行，他/她們都「必然地」受到傳統/封
建/父權的婚姻/男女觀念所包圍。即使他/她們已有
新思想和行為，舊思維的影響卻仍是無法抖落的。
這某程度上可以解釋何以當時的官員會對女性離婚
諸多制肘。此外，中共在建國初期勢力未穩，威信
未立，共產黨亦怕得罪農民和既得利益者（Stac-
ey，1983；Andors，1983；丁娟，1998），這亦
直接影響到新法推行的成果。
妻子的離開，也令男性陷入「雙失」的窘態——
失去妻子，同時失去土地/財產（Stacey，1983
；Johnson，1983）。由於這關乎到男性的面子和
切身利益，他們自然對此甚為抗拒，為阻止妻子離
家，暴力便成了其中一種手段。除此之外，把女性
長期留在家中，將她從公共會議中隔離出來也是常
用之法（Stacey，1983： 178），這也是女性自殺
的原因之一。雖然婆婆與媳婦都是女人，但年代之
別令她們對婚姻法和離婚的觀念未能一致。新法挑
戰了婆婆們經年的整體個人成長歷程，對她們身、
心都做成壓力（Andors，1983)，她們同樣不能抖
落數十年間所建構的自我觀念和是非對錯的理解。
若以「角色理論」（Role theory）的視點觀之，婆
婆們作為過來人，在「媳婦熬成婆」後卻要面對婆
媳關係翻天覆地的轉變，這與她們自己認知的「婆
婆」與「媳婦」的「角色」（role）都大相徑庭。
當她們認為媳婦/女兒未能符合作為媳婦的「應有」
的角色與言行時，婆婆/母親們便會認為媳婦/女兒
做法錯誤，對她們的離婚舉動更加不以為然/進行反
抗。而且，媳婦的離開，亦直接傷害到家庭的利益
（例：佔田減少、沒了家務勞動者）。故此，逼迫
（企圖）離婚女性的，除了官員和丈夫外，還有上
一代的婆婆和母親。
最後，有一點也是值得注意的。筆者認為婚姻法對
近/當代中國的男女平等狀況確有其建樹，但假若
當年中共能夠循序漸進、集中火力去推行婚姻法，
新法的實施將更完滿，女性的處境也將得到更大改
善，惜現在的結果卻未達預期的理想。對此John-
son（1983）提出了一個解釋：
……婚姻改革者不能假定領袖對政策的委身程度……
在1950至1953年間，土地改革工作、經濟重建工
作、「反賣國賊」(Anti-traitor)運動、「抗美援
朝」運動、「三反」和「五反」運動等［都被領導
層大力推行］(1983: 101)。
在那情況之下，下層官員實難以分辨哪一政策才最
符合在上者的心意，婚姻法的推行亦無可避免地受
到限制。不僅資源會被其他政策和運動所分薄，當
與別的政策（如土改）有所衝突，而領導層的封建
思想依舊存活時，婚姻法的實施便有可能要「讓
路」（Johnson, 1983）。
總結和進一步研究方向
本文之目的旨在對1950年所頒布的「婚姻法」的實踐和影響作一簡潔整理和評論，故此若有過於簡化或遺漏
之處，實屬情非得已。上文中，筆者以文獻回顧的方法對當時的歷史作出綜合回顧，並以相應的社會理論進
行初步分析。雖然婚姻法未能完全達到預期中的「男女平等」目的，但它確對當時的封建社會帶來了衝擊，並
確立了今日中國的婚姻制度基礎。在法例保障下，當時有大批女性在獲得自己的土地後提出離婚，個案更達
百萬之數。而在中共大力宣傳下，民眾的男女平等意識亦獲得提升。但由於中共以「提高生產」而非「女性主
義」的向導倡議男女平等，阻礙了中國的女性主義發展。另一邊廂，女性在爭取婚姻自由之時，面對著不同的
困難，她們甚至因此自殺。當中包括官員的封建/父權思維依舊，令離婚的成功率受阻。此外，丈夫為免「雙
失」（失去妻子、田地）之故，都極力挽留妻子，甚至以暴力方法傷害/殺死她們。雖然婆婆也一樣是女人，
但作為上一代的人她們卻未必認同新法，反而協助兒子進行反抗。除此之外，由於政府同時推行多項新政，
直/間接減少了婚姻法的資源和成效。
在上述的討論和參考文獻中，多只談及婚姻法對女性的影響，彷彿「婚姻法」就是「女性法」般。男性在文獻
中都多以「農民」、「地主」、「官員」等姿態出現，他們主要盛載了「階級」的位置而非受新法影響的「男
性」主體，筆者並未發現一些直接和重點討論婚姻法對男性的影響的文獻（例：何以在離婚個案中有四份一是
由男性提出的？有男性因為新法而自殺嗎？男性就一定是「既得利益者」？）。故此，有關的研究實在極之值
得開拓和探討。另外，婚姻法對當時，以至於現在中國的男女平等狀況都影響深遠，但有關的研究卻比較缺乏
「女性主義」的視點，因此就這題目所進行的女性主義研究也是甚有意義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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